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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丘遗址，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此类遗址的文化堆积以贝类为主体。贝丘遗址的

认定标准主要包括：贝丘遗址中伴出人工遗物、动物遗存，贝壳上食用痕迹（烧痕、壳顶敲

碎）现象较多，贝制品及人类使用贝类现象较多等[1]。
从贝丘遗址整体状况看，我国的贝丘遗址类型主要有洞穴贝丘、海滨贝丘、河岸贝丘和

湖滨贝丘 4 种类型。云南的贝丘遗址有洞穴类型、河岸类型和湖滨类型 3 种，其中洞穴类型

仅在滇南发现，云南贝丘遗址大部分属于河岸和湖滨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遗址一般位于

河流、湖泊的沿岸，河旁台地或独立的小山上，集中分布于洱海沿岸和滇中地区的滇池盆地

及玉溪三湖地区（抚仙湖、杞麓湖、星云湖）。滇中地区已做过调查或发掘的贝丘遗址从北

向南主要有：西山天子庙遗址、海口大营庄遗址、晋宁古城遗址、晋宁安江北遗址、晋宁石

寨山遗址、晋宁河泊所遗址、晋宁西王庙遗址、晋宁上西河遗址、晋宁小平山遗址、江川光

坟头遗址、通海海东遗址、通海兴义遗址等十余处。

西山天子庙遗址位于昆明西山脚下，紧邻滇池西北岸，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属湖滨类

型贝丘遗址。2005 年 4 月至 5 月发掘面积 350 平方米，地层堆积最厚 4 米，分为近现代、

明清和滇文化三个时期。滇文化堆积层以螺壳堆积为主，含土量较少，没有发现遗迹。出土

大量陶片，陶质夹粗砂和夹细砂，陶色有灰、褐、红陶等。可辩器型有釜、壶、尊、罐、钵、

盘、杯、盏、豆等。部分器物饰有刻划斜线纹、卷云纹、戳点纹、水波纹、叶脉纹、弦纹等。

除陶器外还出土少量的石器、骨角器、玉器、铜器、铁器等。发掘者将天子庙遗址滇文化时

期的堆积分为三期，第一期时代为战国中晚期，第二期为战国末至汉武帝征服滇国之前，第

三期为汉武帝至东汉初年[2]。
海口大营庄遗址位于滇池出水口螳螂川西岸，东距滇池西岸约 13 公里，面积约 4 万平

方米，属河岸类型贝丘遗址。2017 年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地层堆积 0.45-2.8 米，地层内

含土量较多，螺壳分布不均匀，有碎螺壳层，也有较完整的螺壳层，大部分螺壳尾部都被敲

掉。遗迹有灰坑 35 个、房址 4 个、活动面 2 个、基槽 5 个、红烧土遗迹 1 个。房址分为两

种形制：居住面呈椭圆形凹面镜形状，由黄褐色生土铺垫而成，居住面有柱洞，应为亭棚式

建筑；平面呈长方形，没有发现明显的居住面，有排列较为规整的柱洞，应为杆栏式建筑。

出土遗物陶器数量最多，主要为中夹稻壳红陶同心圆纹盘、夹砂红陶子母口小钵，其他器型

有釜、钵、盘口罐、高领罐、带流罐、花边口沿罐、折口浅盘等，其他器类有石器、骨器、

蚌器、铜器、玉器等。大营庄遗址早期文化层测年数据为 700-400BC。大营庄遗址浮选出的

植物遗存可分为三类：农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稻、粟、黍和藜；其他可利用植物资源，

包括豆类、坚果、果实；以及杂草类。从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综合来看，在春秋时期的大营

庄遗址除了大量利用湖泊资源外，农业方面为混作的经济模式，混作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包括

小麦、稻和粟，不排除也利用了藜属植物资源[3]。
古城村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西南距石寨山古墓群约 8 公里，北距滇池约 3 公里。该遗

址以古城村中部的一个小土丘为中心，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 4 万平方米，为湖滨类型贝丘遗

址。2008 年中美合作滇池区域史前聚落考古调查时测年数据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2020
年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文化层最厚达 7 米，为目前清理过体量最大的贝丘遗址，发现

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及遗物，可初步分为明清时期、滇文化时期及早于滇文化时期遗存，遗址

目前仍在发掘整理过程中[4]。
安江北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南距古城遗址仅 500 米，属湖滨型贝丘遗址。2020 年发

掘面积 4000 平方米，发现有灰坑、沟、零散的柱洞等遗迹，出土遗物类型有陶器、石器、

动物骨、玛瑙石碎粒等。遗址年代初步分为明清时期和滇文化时期。滇文化时期遗迹有灰坑、

沟和零散的柱洞，出土遗物以滇文化典型的夹砂红陶和灰陶为主，器型有同心圆纹盘、子母

口小钵、小浅盘、高领罐、陶纺轮等。

石寨山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石寨山山顶部，西距滇池东岸约 1 公里，面积约 20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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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属湖滨类型贝丘遗址。1955 年试掘面积 204 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 0.3-1 米，螺壳

层几乎不含土，几乎每个螺壳的尾部都被敲去，出土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器型

有碗、盘、盆、高领罐、纺轮等，少量陶片有纹饰，主要为羽纹、堆纹、绳纹等，其他器型

有石斧、石锛、石箭镞、骨锥、穿孔蚌壳等[5]。
河泊所和西王庙遗址均位于滇池东南岸，北距石寨山古墓群仅 700 米，均属湖滨型贝丘

遗址。2014 年河泊所遗址试掘面积 32 平方米，地层堆积厚 1.4-2.6 米，螺壳分布不均匀，

试掘区域发现了 4 个灰坑和 1 条灰沟。2016 年试掘西王庙遗址，试掘面积 81 平方米，地层

堆积厚 2.2-2.7 米，螺壳分布不均匀，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和沟等，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地

面式两种。2018 年至 2019 年河泊所遗址发掘面积 1800 平方米，此次发掘的遗存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西周至西汉中期以前，遗迹主要为瓮棺葬、房屋、灰坑、灰沟等，出土有陶釜、纺

轮、骨锥、骨镞，玉环、玉镯、磨石、石斧，另有少量的铜镞、铜片及臂甲等；第二期为汉

晋时期，主要包括废弃的河道堆积、20 余座灰坑及窑址，出土遗物有封泥、陶瓦以及装饰

品残件等；第三期为明清时期[6]。2014 年度的河泊所遗址发掘浮选出的炭化植物种子中，

农作物品种为小麦、稻、粟、黍和大豆。综合分析河泊所的农业结构是以小麦、稻和粟为主

的混作模式，且所占比例较为均衡。杂草也较为丰富，以旱地杂草为主[7]。河泊所遗址出

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也做了相关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遗址所出的动物包括牛、马、羊、猪、

狗、麝、赤麂、水鹿、梅花鹿等 20 个属种。其中牛，羊，猪均为家养动物。根据死亡年龄

结构来看，牛的多为成年牛，应该是为农耕提供畜力而非食肉，而羊和猪的死亡年龄均为幼

年，宰杀应是以食肉为目的。还有一些鹿科的野生动物则表明当时的居民还存在一定程度的

狩猎活动[8]。
上西河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上西河村，北距石寨山墓群 1.5 公里，距离现滇池

东岸约 1 公里，属湖滨类型贝丘遗址。2016 年至 2017 年发掘面积 1500 平方米，地层堆积

含大量螺壳，含土量较少，共清理房屋基址 40 座，灰坑 470 个，灰沟 62 条，墓葬 3 座，出

土大量陶片瓦片、动物骨、果核等各类动植物遗存，同时还出土有陶弹丸、石斧、石刀、铜

器残件、玉石残件等遗物。

小平山遗址位于滇池东南，西距滇池约 1000 米，北距石寨山墓地约 300 米，属湖滨类

型贝丘遗址。2005 年发掘面积为 400 平方米,地层堆积不连续，细碎螺壳层含土量较多，大

螺壳层含土量较少，螺壳尾部大多被敲击出孔。发现灰坑 11 个，用火遗迹 12 处，沟 4 条，

以及柱洞，其中可辩为房屋遗迹的有 2 座，出土了大量陶片及少量石器、铜器和铁器。陶器

器型主要有釜、罐、尊、豆、杯，盘、碗等，纹饰有刻划网格纹、斜线纹、点线纹及绳纹。

小平山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陶釜、陶罐为代表，晚期则出现了泥质红陶盘、尊、豆

等。早期的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以前，晚期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9]。
光坟头遗址位于江川县路居镇光坟头山，北距抚仙湖南岸约 2 公里，属湖滨型贝丘遗址。

2011 年发掘面积 600 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处 5.2 米，清理半地穴式房址 26 座、灰坑 30
个，活动面 11 处。出土陶器主要为子母口小钵和同心圆纹盘。早期文化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夹砂红陶为主，个别陶片外壁有黑色陶衣，器型为折口浅盘、陶釜、陶罐。遗迹

均为半地穴式房址，分布于光坟头山的顶部；第二阶段以泥质红陶为主，器型子母口小钵及

同心圆纹盘。遗迹有房址及灰坑，分布于遗址顶部及西北部的台地边缘；第三阶段的典型陶

器为弧形纹浅盘，器型较小，圜底，内底刻划平行弧线纹，本阶段的遗迹仅有一个房址及一

个灰坑，位于遗址顶部偏西。测年数据表明光坟头遗址早期阶段时代为春秋战国至西汉。光

坟头遗址浮选出的炭化植物种子可分为作物类、杂草类和其他可利用资源类。作物类主要有

小麦、稻和粟，同时也有很零星的裸大麦和黍。其他可利用植物资源中，主要为香薷和藜，

杂草类中既有旱地杂草，也有水田杂草。从农业结构看，光坟头遗址在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

的农业结构为稻麦混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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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遗址位于通海县四街乡海东村，杞麓湖北岸约 300 米，面积 4000 平方米，1989 年

发掘面积 372 平方米，堆积厚约 4 米，共发现墓葬 30 处，火堆 40 个，出土遗物包括陶器、

石器、骨角器等。陶器硬度高，纹饰以绳纹和戳印、压印纹、线条抹纹为主，在罐的口沿唇

上多饰压印锯齿纹。器型有罐、瓶、壶、釜、盆、杯等，罐多带流。海东遗址人骨测年数据

为距今约 3900 年和距今约 4200 年。杞麓湖边的其他 4 处贝丘遗址，分别为老空山、打坝

山、钱家咀、凹腰山，采集到的遗物特征与海东遗址所出遗物基本一致[11]。
兴义遗址位于通海县杨广镇兴义村，面积约 5.2 万平方米。2015 年至 2016 年发掘面积

200 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发掘最深的贝丘遗址。堆积厚 8.2—9.4 米，共发现房屋 18 座、墓

葬 20 座、瓮棺葬 4 座、灰坑 6 座、灰堆 10 座、道路 4 条、沟 2 条、护墙 1 道，出土陶器、

石器、骨器、青铜器等。遗址发现海东类型遗存、兴义二期遗存、滇文化遗存相互叠压的地

层序列，构建了滇中杞麓湖区域距今约 4000—2000 年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探讨滇中地

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演变奠定了基础。

滇中地区已发掘的贝丘遗址中，滇池周边、抚仙湖周边的遗址年代集中在西周晚至东汉

初，属云南青铜时代，也即滇文化时期；杞麓湖周边的海东、兴义等遗址年代略早，可至商

代，为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义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也包含了滇文化时期的遗存。滇文

化时期的遗物器型特征较为一致，早期阶段以陶釜、高领罐为代表，晚期阶段多夹砂红陶的

同心圆纹盘、子母口小钵以及灰陶盘、陶尊等，除陶器外均有少量石器、玉器、铜器、骨角

器等，遗迹多见半地穴式、地面式、杆栏式房址，从已发表的植物遗存、动物遗存研究报告

看，这一阶段贝丘遗址除了利用大量的贝类及鱼类资源外，均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农业经济，

且农业模式较为一致，多为以小麦、稻、粟为主的旱稻混作农业。这些定居生活和农业经济

在考古学上的实物证据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互为印证。滇中地区贝丘

遗址的发掘，为我们生动的复原《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描述的滇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及生活

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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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地区已发掘贝丘遗址位置示意图

海口大营庄遗址地层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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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大营庄遗址 1 号房址居住面

海口大营庄遗址 3、4 号房址

海口大营庄遗址陶器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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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大营庄遗址红陶片

古城遗址

河泊所遗址出土农作物及部分杂草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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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泊所遗址出土牛遗骸

上西河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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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坟头遗址陶釜

光坟头遗址同心圆纹盘

光坟头遗址出土炭化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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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兴义遗址

兴义遗址光肋螺蛳

兴义遗址滇文化串饰


